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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技术进步是否能够降低污染物排放量并促进生态环境污染治理水平的提高，是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

所必须探究的重要问题。这一作用与技术进步的有偏性密切相关。论文从宏观角度入手，选取 2003—2017 年我国

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偏向性技术进步对生态环境污染治理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地区技

术偏向性进步指数的提高显著减少了污染物排放量，提高了生态环境污染治理水平，且这一结果在不同区域间未见

差异。多元中介效应检验证明，这一促进作用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实现。考虑稳健性问题后，上述结

论依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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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 40 多年的经济飞速增长，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达到 11.5%。一方

面，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带来了经济发展的“中国速度”，另一方面，这种粗放式发展忽略了环境污染、废物排放与生态环境治

理等尖锐问题。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每年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可以占到 GDP 的 15%[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的

经济发展不能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了“美

丽中国”这一概念。2015 年，党中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对生态文明建设又做

出了新的部署和要求，强调推进绿色发展，贯彻生态文明观。通过加强环境保护、适度开采自然资源等手段，促进经济环境共同

发展。可以看出，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将是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方向。这一发展方式的核心要点在于提升绿色发展效率，

即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实现生产资源的合理利用达到减少污染物排放的目的。 

有哪些因素影响了环境污染程度?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探讨。Grossman & Krueger
[2]
认为，由于库兹涅茨曲

线的存在，人均收入与生态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着“U”型曲线关系。但这一结论并不完全适用于发展中国家。Jalil & Feridun[3]

的研究发现，金融行业的发展水平与污染物的排放水平有着显著的关系，由于金融行业的发展有利于企业引进清洁生产技术与

投入研发资金，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污染物的排放量。Liu等[4]的研究表明，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与生态环境污染治

                                                        
1作者简介：殷晓彦，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生态化城镇建设。E-mail:xiaoyan820928@126.com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人文社会科学课题“新旧动能转换下山东省生态化城镇建设研究”(18-ZC-GL-09) 



 

 2 

理水平的提高息息相关。国内学者也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究。蔡昉等[5]的研究表明，我国人均收入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类

似于 Grossman & Krueger[2]的研究，但未发现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方式之间是否有着因果联系。此外，对外开放也会影响一国的

生态环境水平。由于“污染避风港”效应的存在，发达国家往往会将生产中的高污染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使得发展中国

家进行污染密集型生产[6]。 

技术创新是减少环境污染，提高区域生态环境污染智力水平的重要手段。而早期的研究中，往往更注重技术创新如何影响了

经济增长[7]而忽略了技术创新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近年以来相关的研究偶有出现，但多集中于理论研究，如宋德勇等[8]的研

究阐述了技术进步对低碳化发展的关键性推动作用，但相关分析并未阐明具体的影响机理以及可能存在的多种影响结果。更重

要的是，以上文献的分析过程忽略了技术进步的偏向性，而后者在与气候环境相关的经济学前沿研究中被认为是“经济—环境”

系统的关键性和内生性影响因素
[9]
。基于此，本文聚焦于偏向性技术进步与生态环境污染治理的关系，探究了偏向性技术进步对

生态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本文之后部分分别为理论假设、模型及变量设定、实证结果与分析，最后为结论。 

2 理论假设 

已有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验证了：经济发展总是伴随着环境问题的加重
[10]

。随着人类活动对地球生态环境破坏形式

的日益严峻，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人们逐渐意识到通过技术进步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生态环境污染治理

水平的重要性。Schot 等[11]的研究表明，只有通过技术进步才能实现抑制环境污染，提高生态环境智力水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那么，技术进步如何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Grossman & Krueger[12]认为，技术进步与环境状况息息相关，并且技术进步对

环境污染状况的改善有显著的正向作用。Chiou 等[13]也发现，绿色偏向型技术进步能够有效减少污染物排放。一方面，技术进步

会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改善企业的经营绩效[14]，使企业在实现相同产出水平的前提下废物排放量显著下降；另一方面，由

于环境规制的存在，偏向性技术进步会改善企业的生产技术，促使企业转变其短视行为，在追求经营绩效的同时注重环保因素，

降低环境污染水平。由此，我们得出了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假设 1：偏向性技术进步会减少环境污染，提高生态环境污染治理水平。 

那么，偏向性技术进步通过何种途径对环境污染造成了影响呢?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合理配置生产要素，淘汰高

耗能、高污染的落后产能，积极发展绿色工业与第三产业成为社会共识。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对污染物排放有着至关重要的影

响。最初，Grossman 的研究提出了产业结构对生态环境污染的三阶段影响。其中提道：随着产业结构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转

型升级，污染排放程度会逐渐降低。一方面，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会通过减少高污染行业比重，推动高技术行业、服务业等低污染

产业发展，促进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循环利用，促进污染减排的实现，随着经济发展中心逐渐由一二产业向二三产业转变，清

洁绿色生产工艺、污染物处理设备以及绿色可再生能源会不断地引入生产过程，进而促进了污染物排放量减少与生态环境治理

水平的提高[15]。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会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效率，在产出一定的情况下减少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提高污

染治理水平。 

同时，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驱动力[16]。相关的早期文献发现：西方国家的高技术产业发展会带动经济体的产业结

构进行优化升级[17]。Lucchese[18]的研究基于熊彼特的理论对西方发达国家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发现技术进

步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也有一些基于我国现状的文献对这一问题进

行了探究。早期，李健和徐海成
[19]
的研究表明，技术进步显著影响了三次产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吴继英和孙晓阳

[20]
发现，技术

进步显著促进了江苏地区产业升级。此外，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着路径差异[21] 

与周期性特点[22]。王士香和董直庆[23]的研究发现：偏向性技术进步下要素技术效率不同而改变要素投入比例。一方面要素技

术效率通过影响要素供需变化改变要素相对价格，从而影响要素投入比例和产出规模。另一方面，偏向性技术进步伴随机器设备

的革新更替，改变资本劳动配置比例，优化产业结构。同时，偏向性技术进步改变全要素生产率。无论偏向哪一类要素，技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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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必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产业结构得到优化[24]。偏向性技术进步通过改变要素市场供求而改变要素价格，带来技能溢价。从

短期看，要素价格和收入，通过需求弹性和收入效应带来需求变化。为适应人们对高品质、高技术产品的需求，通过技术和要素

匹配，提供有效供给，促进产业合理化
[25]
。从长期看，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收入效应还会引导需求升级，需求多样化刺激

供给做出反应，同样促进产业调整与升级。总之，偏向性技术进步始终推动着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与合理化。综上，我们可以得出

本文的假设 2： 

假设 2a：偏向性技术进步通过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实现污染减少，提高了污染治理水平。 

假设 2b：偏向性技术进步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实现污染减少，提高了污染治理水平。 

3 模型、变量及数据说明 

3.1 模型设定 

(1)基础模型。 

为了检验偏向性技术进步对生态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本文设定了模型 1： 

 

式中：被解释变量 Pollutionit表示 i 省份第 t 年的生态环境污染治理水平，分别采用固体废物排放量(lnsolidit)、二氧化

硫排放量(lnSO2it)与废水排放量(lnwaterit)进行测度；核心解释变量 Dit表示 i 地区在第 t 年的技术偏向性进步指数，测度方法

见后文；Xit为控制变量集；α0为常数项，α1是本文所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预测为负；μ为残差。 

(2)中介效应模型。 

进一步，为了检验偏向性技术进步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制，本文参考温忠麟等[26]的方法，采用多元中介效应模型，构

建了模型 2、模型 3： 

 

式中：Rit 表示中介变量，具体测度方法在后文中详细说明；β0 为常数项；β1 表示偏向性技术进步对中介变量的影响；γ0

为常数项；γ1、γ2分别表示偏向性技术进步指数和中介变量对生态环境污染治理水平的影响。 

相比于单一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多元中介效应模型避免了完全中介效应的检验，在多种影响路径的检验中更加科学。 

3.2 变量设定 

3.2.1 技术偏向性进步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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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借鉴戴天仕和徐现祥[27]的方法测算技术进步偏向程度。首先，将生产函数设定为 CES生产函数： 

 

式中：Yt为总产出水平，Lt、Kt分别为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γ 表示资本密集度，σ 表示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替代弹性，当

σ∈[0,1]时，劳动与资本为互补关系，当σ>1时，二者为替代关系。Alt和 Akt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的技术效率。 

由上式得到资本与劳动的边际产出 MPk、MPl，定义 Mt为二者之比。 

 

那么，技术进步偏向指数 Dt可表示为： 

 

当 Dt>0，表示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Dt<0，表示劳动偏向性技术进步。 

3.2.2 中介变量 

(1)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反映的是不同产业之间的聚合质量。一方面，产业结构合理化代表了不同产业之间的协调程度，另一方面，

产业结构合理化代表了地区内生产资源有效利用的程度，表示了对投入要素与经济产出结构之间契合程度的度量。本文采用干

春晖等[28]的方法，参考泰尔提出的泰尔指数，来衡量地区产业结构合理性，计算公式如下： 

 

当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则有 TL=0；当 TL越大时，表明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越严重，结构越不合理。为便于解释其经济

意义，本文在模型中对这一变量进行了取倒数处理。 

(2)产业结构高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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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高级化实际上衡量的是产业结构升级情况。而经济中服务业占比的提高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表现。而经济服务

化的一个重要反应是第三产业的增长率高于第二产业，由此，本文采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程

度(记为TS)。 

3.2.3 控制变量 

对控制变量的说明如下：(1)经济发展水平(lnpgdpit)：以 i地区当期人均 GDP 的自然对数衡量，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

高的地方重污染产业往往占比越低。(2)对外开放程度(lnopenit)，以 i地区当期外企进出口额与GDP 比值的自然对数衡量。(3)

城镇化水平(Urbanit)，用 i地区当期城镇化比例表示，王兵等[29]发现，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4)

地区教育水平(lneduit)，用当地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自然对数衡量。(5)金融发展水平(dcpcbit)，用 i地区当期信贷余额与 GDP 之

比衡量，有研究表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加快企业技术革新。(6)地区人口数量(lnhumanit)，采用

i 地区当期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衡量。(7)环境规制(regit)，i 地区在第 t 年的环境规制强度通过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 GDP 比重

衡量。(8)虚拟变量(dummy)，分别为表示 2008 年金融危机(FC)、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D1)、中部地区与其他地区(D2)。同时，模

型还控制了地区(province)与年份(year)。 

3.3 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采用 2003—2017 年中国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由于数据缺失被剔除)。原始数据主要来自

相关年份的《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等，共得到 450

个观测样本。 

4 实证分析 

4.1 特征性事实分析 

图 1 汇总了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年度均值。如图可见：2003—2017 年，我国各地区固体废物排放量经

历了一个先上升后平稳的过程，另外，固体废物排放量的区域差异不可忽视。中部地区的排污量高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并且

这一趋势随时间推移越发明显。此外，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固体废物排放量随时间推移越来越接近。固体废物排放量的区域间差

异可能与不同地区的技术水平、发展阶段以及生产要素配置等众多差异性因素相关。 

图 2 汇总了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年度均值。如图可见：2003—2017 年，我国各地区二氧化硫排放量不

断下降，且这一进程在 2008—2010 年这一阶段之后明显加快，另外，不同区域之间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未显示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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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3—2017 年东中西部地区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变化趋势 

 

图 2 2003—2017 年东中西部地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变化趋势 

图 3 汇总了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工业废水排放年度均值。如图可见：2003—2017 年，我国各地区工业废水排放量总体平

稳，但不同区域之间存在显著差别。具体而言，从东部地区到西部地区，废水排放量在不断下降。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与不

同地区的产业结构、生产技术水平、人口以及生产要素配置等众多具有区域特异性的因素相关。 

 

图 3 2003—2017 年东中西部地区工业废水排放量变化趋势 

4.2 基准实证结果 

各列中 Dit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在控制了地区与年份后，无论是在单一方程回归还是加入控制变量后，技术偏向性进步指

数的提高对工业“三废”的排放量均显现出负相关性。说明随着技术进步的方向由劳动偏向于资本，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有了明

显的改善。由第 2列、第 4列、第 6列的计量结果可知，技术偏向性进步指数每提高 1个单位，会减少 0.689%的固体废物排放，

减少 0.458%的工业废气排放，减少 0.764%的工业废水排放。 

控制变量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lnpgdpit)在各列中均为正，但显著性不稳定。具体来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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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固体废物与工业废水的排放量，但并未对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造成显著影响，这一结论与张明等[30]的研究结果相似。对外开

放程度(lnopenit)显著抑制了固体废物与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周靖和胡秋红[31]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但同时对外开放程度越高，

地区工业废水排放量也随之增加，这可能与贸易结构及某些特定行业的“污染避难所”效应有关。城镇化水平(Urbanit)的提高

显著增加了工业废水与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与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呈负相关但不显著。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随着城镇

化水平的提高，地区工业企业数量增多，导致废水与二氧化硫排放量上升。地区教育水平(lneduit)与三类污染物的排放量均呈负

相关关系，崔蓉等[32]的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促进地区减排，促进环境友好型发展，结果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结论。

此外，金融发展水平(dcpcbit)的提高也显著降低了工业固体废物、工业二氧化硫与工业废水的排放。地区人口数量(lnhumanit)的

增长、环境规制强度(regit)的提升与工业“三废”排放量的增加显著相关，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人口增长与特定产业间

的相关性以及环境规制强度提升的扭曲作用。并且，在控制了诸多变量的前提下，金融危机前后我国工业二氧化硫与工业废水的

排放量显著下降，这与特征性事实分析中的结果相印证。最后，在控制地区特征变量后，中部地区固体废物排放量显著高于其他

地区，西部地区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废水排放量高于中部、东部地区。 

4.3 影响机制检验 

本文借鉴温忠麟等
[26]

的方法，通过构建多元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偏向性技术进步对区域生态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路径。依

据前文假设，偏向性技术进步会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实现对环境污染治理水平的提高。 

依照中介效应的三部检验法：编号第 1、2、3列为基础模型，检验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第 4、5列为中介模

型，检验核心解释变量是否对中介变量存在影响；第6、7、8列为检验模型，即由基础模型中加入中介变量后再检验得到。即第

1、4、5、6列检验了偏向性技术进步对工业固体废物排放的影响机制；第 2、4、5、7列检验了偏向性技术进步对工业二氧化硫

排放的影响机制；第 3、4、5、8列检验了偏向性技术进步对工业废水排放的影响机制。 

第 1 列、第 2 列、第 3 列中核心解释变量技术偏向性进步指数(Dit)系数显著为负，第 4 列、第 5 列中核心解释变量技术偏

向性进步指数(Dit)与中介变量泰尔指数(TLit)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TSit)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并且，在第 6列、第 7

列、第 8 列中，核心解释变量与两个中介变量系数均显著为负。这一结果表明，偏向性技术进步对三种污染物排放量减少的作

用，是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实现的。前文假设 2a与假设2b得到验证。 

4.4 子样本检验 

考虑到偏向性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与生态环境污染治理在不同区域内可能存在不同的逻辑关系，本节按照东部、中部和西部

划分子样本，对各子样本进行基础计量检验与影响路径检验。 

(1)东部地区。 

可以看出，东部地区技术偏向性进步指数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工业固体废物、工业二氧化硫与工业废水的排放量。作用机制

上，东部地区偏向性技术进步显著促进了当地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并由此降低了工业“三废”的排放量，但作用

路径与全样本存在差异。具体而言，东部地区对气体废物的减排作用主要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实现，而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提

高并未对气体废物排放的减少产生显著作用。这可能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相关。东部地区较早开始进行产业换代，随

着第三产业逐渐取代第二产业，工业废气的排放量显著下降。 

(2)中部地区。 

中部地区技术偏向性进步指数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工业固体废物、工业二氧化硫与工业废水的排放量。作用机制上，虽然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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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技术进步同样促进了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发展，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并未显著降低中部地区工业废气的排放

量。除去直接效应外，偏向性技术进步对工业废气排放治理的作用主要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实现。 

(3)西部地区。 

与全样本检验结果相似，西部地区技术偏向性进步指数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工业固体废物、工业二氧化硫与工业废水的排放

量。作用机制上，偏向性技术进步对工业废水减排的影响一方面通过直接效应实现，另一方面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实现。技术进

步对工业废气减排的作用通过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实现。 

4.5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本文结论的可靠性，并处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节在前文的基础上，采用技术偏向性进步指数的滞后一

期，运用广义矩估计法(GMM)进行了内生性检验。在修正内生性问题之后，偏向性技术进步仍显著减少了工业“三废”的排放量，

提升了区域生态环境污染治理水平。验证了基准模型的可靠性。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测算了 30 个省份的技术偏向性进步指数、产业升级系数与生态环境污染治理水平，利用 2003—2017 年的面板数据，

考察了偏向性技术进步对生态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在不同区域内存在

明显差别，中部地区的固体废物排放量高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而废水排放量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中呈递减趋势。第二，

实证结果表明：地区技术偏向性进步指数的提高显著减少了工业固体废物、工业二氧化硫与工业废水的排放量，且这一结论在各

子样本中未出现明显差别。第三，多元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表明，偏向性技术进步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发展实现

了环境污染治理水平的提高。但这一结论在各子样本间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东部地区对气体废物的减排作用主要通过产业

结构高级化实现，而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提高并未对气体废物排放的减少产生显著作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并未显著降低中

部地区工业废气的排放量。除去直接效应外，偏向性技术进步对中部地区工业废气排放治理的作用主要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实

现，西部地区偏向性技术进步对工业二氧化硫减排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实现，对工业废水减排的影响则通过产业结构高级

化实现。 

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从宏观层面探究偏向性技术进步对生态环境污染治理影响及作用机制的理论空白。通过本文的研

究，我们对未来区域污染治理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地方政府应建立积极有效的创新引导与鼓励政策，以资源合理配置、要素充

分利用、生产合理组织为导向，促进生产技术有方向的进步。第二，在实现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引导高耗能、高污染的企

业逐步革新生产工艺或逐步退出市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进而实现区域环境污染治理水平的提高。第三，对不同地区，要因地

制宜，充分考虑本地区技术创新能力、产业发展、环境污染等方面的现实状况，扬长避短，精准施策，通过偏向性技术进步推动

产业结构转型，最终实现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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